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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与社会转型相伴生的是快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

分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出: 贫富差距悬殊，两级分化严重;阶层呈现固化趋

势;社会中间阶层不成熟; 边缘和贫穷弱势群体大量存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面相。

在唯物史观视阈下，立足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宏阔的时代境遇，从社会分析和社会管理复

杂性的理路中，在多学科视域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应对之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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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观之，人类社会是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架构中向前发展的。在宏

阔的历史境遇中，社会整体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断接榫、磨合、调适的进程中

向前推进的。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期间也伴随着社会转型。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是社会由传统发展

模式逐渐向现代发展模式裂变、分化、转换、跃升的历史进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快速的社会分化与社

会流动现象凸显———社会呈现分层化和断裂化趋向。在学理意义上，“分层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关

于发达工业社会里阶级、地位和声望层级轮廓争论的历史。”［1］( P13) 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随着人类实践

范围的扩大和自身认知能力的提高及其整体知识总量的积聚，映射在社会或人类整体的发展中，社会发

展并非在整齐划一的态势下运行———在实然意义上，社会存在着诸多不平等、不同步发展的现象———在

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

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称“社会分层”是从社会角度的某些重要方面，把组成一定社会体系的人类

个体及他们之间在待遇上的相对优劣分成不同等级。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降，我国社会面临的是以经

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



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就处在一个不断分化的转变之中，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尤甚———中国的

社会分化日益呈现为一种不断加剧的态势。当前，我国贫富分化较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

化的形势和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局面开始严峻; 阶层结构出现“固化”倾向，社会中间阶层比例较

小，阶层利益呈现“多元化”、“碎片化”之特点。据此，在唯物史观视阈下，立足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宏

阔的时代境遇，对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现状进行深度探究，并相应地提出解决社会分层问题的对

策，以期对分析和有效应对当前的社会分层问题有所助益。

一、直面问题: 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透视

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加速转型期，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均前所未有。在社

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快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使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多元化、碎片化、多向度化。

纵览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实际，当下的社会分层现象呈现以下面相:

( 一) 贫富差距悬殊，两级分化严重

诚如塞缪尔·P·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所言，“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

是城乡差距。”［2］( P55) 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存在，使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

差距始终处于较严重的状态。据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不到 0. 3，改革开放以后不断上

升，有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 458，而有研究指出，“2011 全国的基尼系数过 0. 5 没有悬

念”［3］( P19) ，国家统计局今年首次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2012 年基尼系数为 0. 474，表明当前国内居民

贫富差距依然较大。”［4］明显超过国际公认的 0. 4 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映现在现实生活

领域，贫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现象较为严重。据 2012 年发布的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

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造成了‘有钱的

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5］瑞士

瑞信银行公布的《2012 年全球财富状况报告》称“中国 2012 年拥有的百万富翁人数为 96. 4 万人，在瑞

信列出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 7”; 同时“中国是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三大的家庭

财富总量”; 在中国“极富阶层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同时也反衬出因城乡二元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

题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6］现象的蔓延。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事实

是，中国科学院最新完成的《2012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称，“按 2011 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 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2 300 元人民币 /年) ，中国还有 1. 28 亿的贫困人口。”［7］在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比例仍较大，“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 109 元，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 5 919 元; 201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 81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 977

元。”［8］( P342) 2010 年二者之比是: 3. 23∶ 1，2011 年二者之比是: 3. 13∶ 1。诚如学者孙立平先生所言，我国

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趋势最终是逐步走向两极分化的“断裂社会”，且必定会给社会繁荣稳定带来一定

的威胁并影响我们是否可以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跨越。《2012 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

报告》指出，“中国前 400 位富豪的财富占 GDP 的比重在 2010 年就已经达到 10. 45%。而美国前 400 位

富豪占 GDP 的比重到 2011 年才超过 10%。这表明中国财富集中的程度已经超过世界经济最发达国

家，令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自叹不如’。”［9］因贫富差距悬殊的存在，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贫富的两

级分化，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的主要表征。

( 二) 阶层呈现固化趋势

一般而言，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是一个组成该社会的各个群体在社会中渐次合理迁移、有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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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协调、规范良俗的社会。而就目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在浮躁之风的挟持下，传统社会中靠“知识改

变命运”的信条逐渐被诸多的“潜规则”和“暗箱”操作所湮灭———许多通过读书走出农村的农家子弟，

依靠自己的辛苦努力，虽然考上了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凭借自己的辛苦打拼，选择在城市生活，但他

们中的很多人，却在成家、买房、买车等客观生活压力下沦为“月光族”，更有甚者一些人不得不在郊区

租房或合租在城中村里，成为“蜗居”一族———在无形中蜕变为新的都市边缘群体。加之，由于生活、工

作压力过大，很多人没有精力和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剩男”、“剩女”一族的出现逐渐成为新的社

会问题。在事业发展上，就应然层面而言，尽管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通向事业之路的“人人皆平等”的

可能，但实然意义上，因社会资源的效应累加和信息的递推叠加，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真正获得事业平

等发展的机会是迥异的。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权力和资本的媾和、缠结、交汇，使得权力的扩张、资

本的贪婪与丛林法则的不断互渗、缠绕而成为社会强势力量，这种强势为了保持和扩大其既得利益，往

往成为妨碍社会合理流动的推手，于是就出现了时下的“官二代”、“富二代”、“土豪金”和“穷二代”、

“屌丝”盛行之怪相。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出现了一些非规则意识和超常规的“拉关系”、“走

特权”倾向，以“我爸是李刚”和“郭美美”事件为标志的“隐拼爹”现象转化为“显拼爹”现象———明显折

射出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社会群体在攫取社会资源时的扭曲心态、主体焦虑和“潜规则”意识。在 2012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马宗林直言，“在某些行业，甚至包括公务员行业，现在是‘血

统决定了身份，身份决定了收入’，老子是干这行儿的，儿子进这行的门槛就会低。”［10］同时，被认为是有

效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和规制社会阶层合理上升和流动的高考制度，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的今天，“知

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的理念在现实中可能已渐行渐远———据“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

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 1990 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清华 2010 级农村生源仅占 17%。”［11］尽管重点大学农村生源锐减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定程度上

也映射出，阶层固化现象的日趋加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分层的重要始因。

( 三) 社会中间阶层不成熟

按照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的“理想型”社会观念，不同的阶级、阶层主要应根据其赋有的财

富、权力和声望来予以区别。就社会学的理论视域而言，我们所说的中间阶层，一般指占有一定的知识

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

环境及条件的职业的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

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民众。在我国，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指中等收人

者，且主要以财富或收入作为其主要划分标准。陆学艺先生认为，目前，社会中间阶层界定的经济基准

是: 个人年均收人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 2. 5 万至 3. 5 万元，家庭( 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

业者为参照) 年均收入在 5 万至 7 万元。在学理上而言，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国内总人口数的多少，直

接关涉到该国居民整体生活质量、收入分配、城乡结构、职业结构等民生问题。在全球化、现代性和后工

业化裹挟下的历史境遇中，理想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应是两头大、中间小的“橄榄型”结构。“橄榄型”的

社会阶层结构因有数量较为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支撑，这种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健康性。

回望当下，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形成该结构的一个“横杠”，

城市就业者群体形成该结构的一个“立柱”。———从整体上较为准确的反映了中国城乡坚挺的二元分

化现象。换言之，“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中，其下层群体过大，中间阶层发展不成熟，这是造成我国社

会整体不和谐的主要根源之一。在一个良性有序的社会运行程式中，我们一般把社会中间阶层视为: 贫

富阶层间的“缓冲器”，社会和谐的“稳定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全面奔小康的“加速器”。纵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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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诸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不难看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是该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主

法治、吏治清明的必要条件，这渐渐成为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界的共识。反观国内，因为我们缺乏较为成

熟的社会中间阶层，使得社会上层和底层间缺少一个必要的中间“缓冲带”，从而易发一些较为直接、激

烈的社会冲突———近年来，频频见诸于报纸、网络等媒体的群体性事件即为明证———所有这些，慢慢成

为主流意识形态能否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大威胁，并使主流、温和、稳健的价值观发生错位和传

统的信仰观扭曲乃至断裂，进而降低民众对整体社会幸福感的认可度，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实现伟大

“中国梦”的进程。可见，社会中间阶层的不成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亦非科学发展观的宗

旨。

( 四) 边缘和贫穷弱势群体大量存在

对边缘群体内涵之界定，虽然学界看法各异，但基本上认为: 边缘群体是指被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结

构逐渐疏离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广大农民工，无业人员，辍学待业者等特定的社会群体。他们虽然在城市

里务工或“生活”在城市里，但因为边缘群体经济上的贫困、政治地位的低下和社会声望的卑微( 他们大

多文化程度低，生活圈子以工友和老乡居多) ，致使他们在自卑中对城市产生“过客心理”，乃至对城市

生活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他们的户口大都仍在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刚性存在的当下，使其很难

被认同为现代都市工人。因其“市民”身份的缺失，边缘群体在工作中及工作外基本的待遇和社会权

益、福利、保险等很难得以切实保障且易受到不平等对待。首先，安全保险难以有效保障。边缘群体在

工作中受伤、致残、致死，企业主承担的责任较低，并常出现“同病不同医”“同命不同价”的怪相; 他们大

多从事城里人不爱干、不愿干的重体力劳动，有的从事高致病性职业，极易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这就出现了一些农村把强壮的劳动力送到城里，城里又把病、伤、残等受损者返回农村的现象，例如，

2011 年 2 月苹果公司承认 137 名中国供应商员工因污染致残①及 2013 年 1 月 8 日 54 岁的农民工吴女

士因工受伤，难以维权而起诉到法院②的事等即为例证。其次，必要的职业保险难以到位。边缘群体因

为自身文化层次低、缺少专业的职业技术，常常面临职业的季节性和工种选择单一性的困境，以致他们

的职业很不稳定。企业、雇主需要时就有工作，不需要时就面临失业。再次，工资拖欠时有发生。就拖

欠农民工工资而言，国家统计局 2013 年 2 月 22 日统计公报显示，“201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6 261 万

人，比上年增长 3. 9%。其中，外出农民工 16 336 万人，增长 3. 0%。”［12］假定按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资 1

000 元计算，全国就会有高达近 1 633. 6 亿人民币的工资被拖欠。在社会转型、渐变的历史进程中，有的

社会群体因为自身经济上的贫困，生活水平的低层次和个体承受力的脆弱而成为新的贫穷弱势群体。

大致包括: 城市下岗职工、效益较差企业的职工、部分退休者、尚未脱贫的农民以及城乡低收入或无劳动

收入的残疾人或长期患病者、孤儿、无社会保障又无其他收入的老人等。如何在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增强他们的社会承受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协助、齐抓共管。

边缘和贫穷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

( 五)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英国学者尼古拉斯·巴尔( Nicholas Barr) 认为，社会保障有三大目标，即减少贫困、维持生活水准、

平滑个人收入［13］( P5 － 6)。同时，社会保障也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内容。在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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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运行，逐步推动了以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商业保险、职业福利和慈善事

业等保障项目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但整体而言，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面、社会化程度、

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 1) 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

较窄，不能包括社会全体成员。虽然在部分社会群体中，如: 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部分集体企

业职工以及部分经济效益好的私营企业职工，他们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但大多数私营企业职工、

个体户，特别是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还不能较全面地享受到社会保障所带来的权

益。( 2) 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化程度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速度远落后于经济

发展的速度。在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险主要依附于企业，且城镇新建立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基金可统

筹的范围较小。虽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开始起步并逐步推广，但农民的生活保障主要来源于家庭。

显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较低，过多的增加了企业和家庭的负担。( 3) 社会保障水平不平

衡。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实施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并建立和

逐步完善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女职工生育保险等制度。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广

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平均支出水平与城市的社会保障平均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较大。就最低生活保

障平均支出水平标准而言，“2010 年，城市 189. 0 元 /人、月，2011 年，城市 240. 3 元 /人、月”，［14］( P39) 而同

期“2010 年，农村 74. 0 元 /人、月，2011 年农村 106. 1 元 /人、月”［14］( P42) ，农村与城市的社会保障平均支

出水平分别相差 1. 55 倍和 1. 26 倍。可见，城乡社会保障资源的分配不平衡，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滞后的重要诱因。不难看出，因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自身的制度性缺陷，无形中加快了我国社会整

体分层的步伐。

二、着力应对: 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解决路径探视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

中的有机体。”［15］( P12) 社会运行是在内嵌于该社会自身的多种因素的支撑、交汇、缠结的“合力”作用下

向前发展的。社会整体的每一次结构变换和层级跃迁，都是在构成该社会的诸多元素的自身调适、重

组、互熵的基点上进行的。并在不同的时空回转、往复中，推动着人类在曲折的历史际遇中螺旋式上升。

就当代中国转型时期而言，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社会由前现代性向

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进程———我们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在这个有

限的时间域和空间域里，西方现代化百年之后方能出现的现代性及后现代性问题却被压缩打包，一起出

现在中国。在宏阔的历史境遇下，在求解社会分层现象的原因时，“我们必须确定所研究的事实是否与

社会有机整体的一般需求相对应，以及这种对应赖以存在的基础。”［16］( P95) 据此，在唯物史观视阈下，基

于历史复杂性的逻辑考量，在多学科的知识架构中，笔者试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寻求应对转型时期社会分

层现象的具体路径:

( 一) 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缩小贫富差距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建基于其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

动社会有序前进的动力。作为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都是在社

会所能提供的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亦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提

供，更与社会经济资源紧密相关。观照到社会领域，不同社会群体因占有社会经济资源多寡不同而被归

入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类历史就是一种围绕物质资源的斗争……对稀缺物质资源的垄断能够促使那

些需要而没有这些资源的人们的服从; 并且，这还意味着，权力的影响和围绕权力的斗争主要发生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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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的公司厂矿!”［17］( P233) 就现代社会治理而言，在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过程中，在于“国家有责任在纲

领和规划上把功能失常的副作用限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18］( P283) 在当下，国家应该在以下几个

方面处理好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最大限度的缩小贫富差距: ( 1 ) 打破资源占有中的行业垄断行

为。由于历史原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被赋予的强大的经济职能并没有完全消

除，政府仍凭借其行政权力参与经济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因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致使因资

源分配不均，而出现行业垄断的情形———如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相关领域内在资源占用中的绝对优

势地位而形成垄断行业。虽然，作为优质国有资产，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发挥

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国有资产所属的央企和国企凭借其行政权力为后盾垄断该行业

的经营，获得垄断利润，加之，垄断行业的人工成本增长过快，职工工资和福利收入增长远远大于其他非

垄断行业的收入增幅，无形中扩大了垄断行业职工工资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造成社会财富收入

分配的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当前社会分层的步伐。我们打破资源占有中的行业垄断之目的，就

是尽可能使资源在行业内实现有序的正态分布，并因资源的正态分布而实现经由资源占有的平衡而使

相关利益群体收入达到基本相当，尽可能减少贫富差距的幅度，而着力弥合社会分层的裂隙。( 2) 力求

经济资源的区域、城乡均衡分配。因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地域、区位发展不均衡现

象，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及城镇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区位优势明显。为了最大限度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

因资源占有的多寡引起的贫富差距，政府应在宏观调控中，在可能限度内使经济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和农

村地区倾斜，加大对上述地区发展微小型企业的各项扶持力度，而着力缩小因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衡而导

致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层。( 3) 加大征收资源税力度和适时开征房产税。在现代国家治理层面上，资

源一般属于社会公共财产。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因历史和现实的多原因叠加，部分社会群体因先

赋性因素，在占有和使用社会公共资源的同时而优先致富并成为社会新贵①。为了避免贫富差异的继

续扩大，我们应该继续加大资源税的征收力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征房产税、遗产税———通过税收

的形式，在可能限度内，来平抑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现象，使财富回归社会并让利于更多的普通民众，并最

终达致消弭社会分层之目的。

( 二) 强化教育公平，有序推进社会合理流动

一定意义而言，“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

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

人’”［19］( P391) 同时，谁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一问题，就被置于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位置，教育选拔机制被认

为是导致社会经济分化的最关键性的、最重要的机制［20］( P323 － 347)。不难看出，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教育

是推进整个社会阶层良性互动的主要内驱力。就当前而言，在强化教育公平和推进社会合理流动上，我

们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 1) 着力推进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资源均等化。就社会个体的教育生涯而言，学

前教育是社会个体接受终身教育的开端。良好的学前教育，是有效推动社会个体步入下一阶段学业的

重要基础。当前，欠发达的农村及边、远、老、少地区，在学前教育方面，“处于既缺乏政策支持，又缺乏

政府财政投入的状态，发展缓慢，学前教育机构总量不足。与此同时，现有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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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限的政府资源投入过于集中，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学前教育资源匮乏。”［21］( P12) 鉴于此，各级政府

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及老、少、边、穷地区学前教育的资金和人力投入，重点建设农村

幼儿园。力求达到“乡镇和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设分园或联合办园，人口分散地区举办流动幼儿园、季

节班等，配备专职巡回指导教师，逐步完善县、乡、村学前教育网络。”［22］在改善农村幼儿园基本保教条

件的同时，着力保障尽可能多的留守儿童入园接受教育，最大限度尽量减少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的可

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应加大对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建

立符合本地生源实际的现代化的中心小学和中心中学，尽可能让学龄儿童都入学接受教育。在师资力

量上，规范、引导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和一些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到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

困地区任教授课。同时，加大对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营养餐配置建设，力争使义务教育阶段

在校学生尽可能多的升入高中阶段的学习。( 2) 尝试推行“普惠型”的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社会流

动、变迁中，经由高中教育阶段而接受高等教育，是助推社会个体良性流转的重要因素。所以，尽可能地

让更多的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升入高中阶段学习，对缩

小社会分层和加速社会流动均有裨益。当前，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各级地方

政府在继续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可以因地制宜地在本地区建立更多的示范性高中，并在各方面加大对

本地民办高中的扶持力度，着力使更多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毕业后能顺利升入高中，继续接受学习; 另

外，在城镇高中的生源录取中，加大对农村生源的录取比例，在同等条件下，适度降低农村生源的录取分

数线①，真正使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普惠型”的高中教育，为他们

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和日后有序踏入社会做好坚实的铺垫。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使许多民众由社

会“底层”走向社会“上层”，在推进社会良性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由于多种原因，家庭居住

地所体现的城乡差异可能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最大障碍。”［23］( P103) 基于此，笔者提出“普惠

型”的高等教育模式来应对当前的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首先，取消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

特权”和各种名目的“加分”现象。在全国型大学的录取中，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该给

予不同户籍的人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其次，名牌大学在自主招生中加大录取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生

源的比例，增大他们“上行”进入名校的机率。清华招办主任于涵透露说，从 2011 年制定招生计划开

始，清华就有针对性地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投放了更多的招生计划，在招生录取节点，还在这些地区积极

扩招。在内陆欠发达省份贵州、江西等省份，均实现重点扩招。再次，在各类高等院校内，加大对贫困地

区生源的各种奖、助学金的覆盖力度，使他们不能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最后，继续推行高等职业教育，

使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高中毕业生进入第二、第三类高校学习，获取专业教育，增

加他们顺利进入社会的砝码。( 3) 建立廉洁高效、理性有序的人才使用和流动机制。在后现代的大幕

下，“社会约束是解放的力量，也是人类可以合理接纳和保持自由的唯一希望。”［24］( P29) 所以，要打破阶

层固化，必须要有效制约社会公权力的限阀和确立已有制度的公共理性，要在全社会建立一套切实可行

的使社会由身份关系本位向能力契约本位转化的良性运行机制。在公务员考试录用、国有单位录用人

才、事业单位招聘中打破“拼爹”潜规则和钱权交易、暗箱操作等市场寻租行为，使“高帅富”、“白富美”

群体和“矮矬穷”、“黑穷丑”群体真正享有同等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 有效推进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

上、下流动，打通干部“岗位终身制”的制度性障碍和确立干部能上、能下理性流动的体制性通道。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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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早日形成“自由竞争、选贤任能”的市场化就业体制和“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个体流动机制。

着力使“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

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同成长进步的机会。”［25］

( 三) 培植社会中间阶层，扶助弱势边缘群体

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归宿，而这一

目标的实现，必须有赖于社会主体之间各个组成部分的合理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的有效建立，达到社会

各群体之间的平衡发展。纵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社会由前现代步入到现代，在社会结构上，

表征的是社会中间阶层群体人数的增多和边缘弱势群体人数的骤减，形成“橄榄形”或“哑铃型”的社会

结构。就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我们应从以下路径来培植社会中间阶层，扶助弱势边缘群体，使当前的社

会分层趋于合理化。( 1) 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着力扩大社会中间阶层人数。当前，我们应着力积极引

导有创业意愿的社会群体自主创业，在增加他们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力争在制度上为自主创业者提供一

系列的优惠及便利。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其创业成本和风险，为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提供创业的机会和

平台。同时，应认真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拓宽中、小、微型企业

的融资渠道，为中、小、微型企业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继续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优惠政策。在全社

会形成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自主创业局面，进而，在客观上全方位的尽可能的增加社会中间阶层的人

口比例。( 2) 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镇化步伐，减少弱势边缘群体人数。当前，我们在逐渐打破城

乡二元户籍的基础上，合理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有序地转移农村剩

余劳动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在繁荣县域经济的同时，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地方特色经

济。同时，应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制定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切实保

护好拆迁失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不能因拆迁而再度返贫。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在扩大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的同时，千方百

计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减少弱势边缘群体人数。( 3) 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劳动者素质。关于如何促进教

育公平的问题，前已述及，此不赘言。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首先，各级政府劳动就业部门和相关社会

中介组织应加大对创业者的创业指导和创业宏观规划方面的培训，为创业者指明创业方向和有效降低

创业风险; 其次，加强对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效益较差企业职工的培训，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劳

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增大他们再就业的机会。再次，对进城务工的广大农民工群体进行职业培训，重点

培训他们从事月嫂、保安、建筑工人、家政工人等工作的技能。( 4) 提高其社会参与度，容纳其合理利益

诉求。我们不仅仅需要从制度上、经济上培植社会中间阶层，亦需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倾听他们

的心声，容纳、应对其合理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日隆的当下，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

体制的“顶层设计”，亦有必要开掘社会弱势群体表达其自身诉求的更多通道，使我们的政治秩序能更

好的契合社会各阶层的理性吁求并获致二者间的良性互动，这将对处于跨越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历

史时期的中国的显性或隐形的社会冲突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时下，愈益增多的“网络反腐”事件、“微

博问政”现象和大规模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日渐凸显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确保公众言路

畅通和维系社会整体利益诉求平衡上所做的努力———在健全民众诉求表达机制和规范其社会利益表达

渠道上，达致真正通过制度变革使国家能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凝聚民心、集中民智的宗旨。

( 四) 构建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整体而言，现代社会是在日益增多的“风险”中前行的。在“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构建良好的社

会保障体系是有效破解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在增加国家财政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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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投入和“重塑国民的社会保障观念……引导国民树立起社会公平意识与互助共济思想”［26］( P14)

之同时，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建构社会保障体系，借以彰显社会保障在化解社会分层问题中的重要作

用。( 1) 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养老、失业、工伤等保险制度，但

相关配套制度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要在中央提出的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

筹资模式下，建立并完善农村居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以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模

式; 根据农民工群体就业流动性强的特点，结合各地实际，在全国信息联网的同时并发放社会保障卡，逐

步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跨地区累计，最终使农民工能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根据我国已进入老龄

化社会的实际，可尝试建立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老年人补贴制度的试点，在可行性的基础上，推广于全国。

( 2) 建立与完善面向农村贫困人口、城市低收入家庭及灾民的社会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将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特困户和五保供养对象纳入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中来。尽力为失业者提供就业

自救的机会，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改善其成长环境，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 强化和完善在城市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

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救助制度。( 3) 建立与完善囊括优抚安置对象、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的

社会福利制度。要发展老龄保障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老龄服务，确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

额发放，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建立满足不同层级需求的养老

院和老年公寓; 要在制度上保证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 在做好孤残儿童养育、救助工作的同时，

并通过社会收养、集中供养、公民助养、家庭寄养等方式，使孤残儿童早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进一步完

善军人抚恤、退伍补偿、军人福利及军属优待等制度; 应大力扶持、规范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发挥慈善事

业在未来的社会福利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4) 加强社保基金的筹措与监管。在中央财政加大对社会保

障资金投入的同时，要逐步做实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建设，在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基础上，要多渠

道、宽领域地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融资，并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建设，重点加强社保基金

监管，实现其有效保值增值。

( 五) 弱化等级观念，高扬锐意拼搏精神

因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等级观念的历史性影响在当前不可能短期内消除。而在关涉当下社会分

层问题时，我们可试从以下方面来弱化等级观念，尽可能缩小等级观念在社会分层中的负面影响。( 1)

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在当下的中国，等级观念虽然已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深入

近乎烟消云散，但在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其仍死而未僵。在经济领域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虽然发挥着

主导作用，但在具体的经济行为中，市场主体为了使利益最大化，在重大工程的招投标和重大项目的落

实过程中，往往采取寻租行为，使资本与权力交媾，等级观念凸显; 在政治层面，官员级别分明( 官员的

级别对政令的畅通与公共行政的执行是必不可少的) ，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广大的底层社会民众，一

旦自己或家族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跑关系”、“走后门”、“找熟人”、“寻方便”———而排在他们

所想到的解决方法最后的才是采取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对此，我们必须要继续增强民众的法律

意识，让法治观念进民众之心、入民众之脑，使等级观念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现代社会理念下遁形

乃至渐趋消亡。( 2) 继续推进民主化进程，让民众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在有效化解社会分层中的等

级观念时，应该渐进式的加大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速度，让民众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有更多的有序的

政治参与权，力图避免长官“一言堂”现象在各级社会管理中的存在。当前，应在基层村民自治基础上，

有效激发社会民众在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参与热情，增强他们充分表达自己诉求的意愿。同时要适

时地发展 NGO 组织，并力求通过公民的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一方面可以弥合社会的利益分裂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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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使社会利益结构趋向平衡; 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政府养成尊重公民权利的习惯，改善政府与公民之

间的关系，增强民众对各级政府工作成效的认同感。( 3) 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进一步优化干群关系。一

般而言，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政治治理理念架构下，权力理性逐渐凸显，处于社会公域中的社会权

力更多的让位于私域中的社会治理，传统的精英社会统治向现代大众治理社会转向。当前，我国处于传

统社会向现代性、后工业化、全球化和风险社会的历史转向进程中，在社会管理中亟需加强由传统的重

领导、管制、控制路径向更加重服务、协商、协调路径转变; 增强社会管理中的服务意识，经由教育、协商、

疏导的理路，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安抚人心。各级干部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本

职工作岗位上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调研。各级干部在“接地气”过程中，结合本地实际，深度挖掘

本地的民生之需，切实解决好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关注问题，使民众享受“普惠型”的民生保障，有效弱化

现阶段社会分层中的等级观念之同时，并高扬锐意拼搏精神: ( 1) 凸显能力本位，在全社会营造宽松的

创、就业环境。在社会深度转型期，虽然我国显性的法律法规创制的较为完善，但真实的社会规则却显

得较为“混乱”。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浮躁之风日盛，急功近利之气流行，攀龙附凤之行为渐多，“拼

爹”现象和“潜规则”事件频现，“房姐”“表叔”之风的存在……社会规则意识缺位，违背和破坏规则以

赢得“方便”和赚得利益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致使许多社会底层民众深感奋斗无望，以致于自甘落

后、乃至沉沦。基于此，在市场经济语境中，我们应充分彰显个人能力，让“能力本位”取代“关系本位”，

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宽松的创业和就业环境，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为了使整个社会欣欣向

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27］( P524) 在全社会形

成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拼搏进取之风的同时，让社会民众更多的挺立起“拼搏铸就未来，奋

斗终将成功”的信念。( 2) 建立健全人才选拔和考评制度。虽然我国确立了较为系统的人才选拔和相

应的人才考评制度，但因诸多原因，“子承父业”式的“二代”现象还在一些地方存在。在某些行业，甚至

包括公务员行业，亦存有“血统决定了身份，身份决定了收入”，父辈是干某一行业的，子辈进入该行业

的门槛就会相应降低之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先赋性因素对人的社会流动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内

得到强化，这是对底层社会参与社会公平竞争权利的一种侵害。”［28］( P14) 故此，我们应在人才选拔上更加

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人才考评中全面贯彻“德”、“能”、“廉”、“勤”、“绩”的选贤标准。

着力减少人才选拔中的拉关系、走后门和投机取巧等寻租行为，并着力打破在选人和用人制度上的干部

只能“上”不能“下”的怪相，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励志、勤勉、坚毅、奋进的良好风尚，秉持“英雄不问出

处”的人才使用理念，力争在全社会形成各级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局面。

三、理性回归: 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走向的合理预期

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之出现，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代价，亦蕴含并表征着中国在走向

新的时代际遇中所必然面对并亟需妥善处理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下，立足

基本国情，在合理求解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应对策略时，我们必须秉持“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

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29］( P6) 信

念。并试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应答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之合理预期:

( 一) 理论认识更加深入，研究视角多维化

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产生，是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在该过程中，需要在详尽、仔细分析社

会分层问题之现象的同时，在学理上尽可能挖掘隐藏于社会分层现象背后的规律，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规律是社会规律，同时也是人类活动的规律。它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并通过人类活动来实现。”［30］( P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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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进程与人类处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和风险社会多

维叠加的历史节点不期而遇。在社会处于深度转型期、发展加速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的历史际

遇下，我们应基于历史复杂性之视角，多维度、立体化、全景式的在理论上深入研究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

层现象的基本问题，并尝试建立起对此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

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协同研究机制，并形成一整套有实际效用的理论成果; 进而，用这些理论来

医治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中的诸多病灶，发挥理论对现实问题的牵引作用。

( 二) 解决途径多样化，措施得力

在加深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理论研究的同时，各级政府在解决该问题的实践中，力图从体

制、机制的顶层设计中建构符合本地区实际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多渠道增

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十八大过后，各地政府纷纷贯彻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目标。如此的话，不

仅提供了化解当前社会分层问题的直接抓手，而且更加契合了“历史的根本性的进步是人的生产能力

增长的物质性的进步”［31］( P383) 的唯物史观之宗旨。在社会制度建设上，更加凸显制度设计的大众意识

和平民情怀，力求为各种利益主体创设并提供合法、有序、高效的制度环境与良俗、公平、合理的利益博

弈规则，从社会文化心理上重塑一种平等、公正、有序的竞争氛围，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逐渐消

除社会分层现象产生的土壤。有理由相信，在我们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在构建幸福中

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际遇下，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现象会逐渐得以遏止并最终消弭，

由社会分层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应被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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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the Phenomena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Problems and Sol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hilosophy
LI Xi-ze

( China Center for Industrial Security Ｒesearch，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is experiencing a transitional period，accompanied by rapid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Transi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hows: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Serious polarization; The class presented curing trend; Immature social middle class; Edge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oor vulnerable group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imperfect fac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esh-

old，based on the current broad era circumstance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from complex rational

approach to social analysis and social management，the sight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targeted to solve the tran-

sition period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Key words: transition period; social stratification; existing problems; reason analysis;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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